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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业”融合能缓解服务业“成本病”吗？
——基于动态 SDM模型的检验

■ 康思 潘海岚

摘要：随着服务功能在现代制造业中的作用逐步凸显，产业之间的边界逐渐模糊，先进制造业与

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方式。文章利用随机前沿分析法和评价指标体系法计

算 30个省（区、市）2012—2021年服务业生产率和“两业”融合度，构建动态空间杜宾模型实证“两业”融

合对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的直接作用与空间溢出。研究发现：样本期呈现出服务业比重不断提高而

整体经济增速却不断趋缓的现象，或存在服务业“成本病”问题；“两业”融合对本地服务业全要素生产

率的提升在短期内更为明显，对邻近地区的空间溢出长期来看作用更大；“两业”融合对东西部地区服

务业生产率提升作用显著，主要通过技术效率改进和规模效应增加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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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迅猛发展，产业结

构经历了巨大变化。随着产业分工细化以及服

务化进程的加速，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

日益凸显。中国 2023年人均 GDP达到 1.26万
美元，已接近高收入国家门槛（世行标准是人均

GDP1.4万美元）。随着人均 GDP水平提高，制

造业产值占比会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

库兹涅茨曲线（Kuznets curve）变动特征，且从发

达国家经验看，高收入社会是服务型社会，各项

服务需求大增。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2
年我国服务业在GDP中的比重首次超过第二产

业，2015年这一比重突破了 50%的关口，2023
年更是攀升至 54.6%，服务业已成为中国第一大

产业。服务业的快速发展也带来了一系列挑

战，其中最为突出的莫过于服务业“成本病”问

题。随着服务业占比逐步增加，服务业生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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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处于较低水平会对经济的持续增长构成潜

在威胁，限制整体经济的增长潜力。生产率的

提升与经济增长息息相关，是解决“成本病”问

题的核心，也是缓解服务业“成本病”的必要途

径。因此，探索服务业生产率的提升之道，成为

经济转型期亟须解决的关键课题。

近年来，我国产业融合步伐显著加快，产业

之间的边界逐渐模糊，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的

互动日益紧密，彼此渗透。一些大型制造业企

业积极向服务业转型并取得瞩目成果，而众多

服务业企业也相应拓宽业务边界向制造业渗透

延伸，形成了制造服务化与服务制造化并行的

产业新生态，为服务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为顺应这一趋势，2021年，国家发展改革委等 13
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推动制造服务业高质

量发展的意见》，明确提出要实现制造业与生产

性服务业耦合共生、相融相长，推进制造业与生

产性服务业融合（以下简称“两业”融合）。“两

业”融合发展打破了传统产业的壁垒，有利于实

现资源的更优配置、提高生产效率，已经成为推

动制造业向专业化和高级化迈进的重要手段，

也是提高服务业生产效率的关键举措。

鉴于此，本文以 2012—2021年 30个省（区、

市）的相关数据为样本，借助随机前沿分析方法

（Stochastic Frontier Analysis）对服务业生产率进

行测算与分解，研判样本期内服务业“成本病”

存在与否，结合当前制造业与服务业不断融合

的发展趋势，构建指标体系综合评价“两业”融

合水平，刻画其动态演进趋势，并基于动态空间

杜宾模型探讨服务业生产率的提升能否通过

“两业”融合发展实现，进一步讨论是否会对邻

近地区产生空间溢出效应，以期寻求服务业提

质增效的路径和区域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挖

掘新常态下特有的增长源泉，探求经济转型期

的新动力。

一、文献综述

（一）服务业“成本病”的提出与研究进展

有关服务业“成本病”问题的讨论最早由美

国经济学家威廉·鲍莫尔（William Baumol）在

1967年发表的《非均衡增长的宏观经济学：城市

病的剖析》一文中提出[1]。鲍莫尔构建了一个两

部门的非均衡增长模型，在模型中，他将整个经

济划分为技术进步部门和技术停滞部门，前者

能够迅速实现技术进步和资本深化，劳动生产

率以恒定的比率增长，而后者生产率则恒定不

变。鲍莫尔认为，生产率分化的根源在于劳动

在活动中所起的作用。以制造业为例，劳动主

要是一种工具，是获得最终产品的附带条件，技

术创新使得生产中对劳动力的需求减少，并且

能提升该部门产品的质量。而在一些服务领

域，其劳动本身就是最终产品，如教育、现场表

演等，劳动力投入的多寡决定了产品质量好坏。

该模型把劳动力视为唯一的要素投入品，因此

在两部门名义工资同水平增加、货币工资的增

长和部门生产率增长一致的情况下，随着时间

的推移，进步部门生产率不断提升将不可避免

地导致停滞部门的单位产品成本将无限制上

涨。如果停滞部门产品的需求不是完全无价格

弹性的，那么不断攀升的成本会促使消费者减

少对该部门产品的需求，最终使得该部门萎缩

甚至消失；反之，在停滞部门的产品需求完全无

价格弹性的情况下，由于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

（相对于进步部门），劳动力将会不断从进步部

门转移至停滞部门，拖累整个国家经济增速逐

渐变为零，即鲍莫尔“成本病”。维克多·富克斯

（Victor R. Fuchs）在鲍莫尔的基础上进行了补

充，形成了著名的“鲍莫尔—富克斯”假说[2]。
“鲍莫尔—富克斯”假说有效解释了发达经

济体中服务业高成本的现象，假说一经提出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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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广泛应用。然而，由于生产率在服务业内

部行业、区域之间呈现明显差异，学者们对是否

存在服务业“成本病”的检验结果不尽相同。从

生产过程是否可标准化的角度出发，根据投资

就业弹性和专业职称两个统计依据，李建华和

孙蚌珠[3]将服务业划分为可标准化服务业和不

可标准化服务业两类，认为不可标准化服务业

的过度增长会导致“成本病”。宋建和王静[4]则
主张中国服务业的生产率相对滞后的现象与城

市经济发展水平有较强关联。由于“鲍莫尔—

富克斯”假说在部门划分中过于两极化且只考

虑劳动投入，国内外学者结合各自的领域对“鲍

莫尔—富克斯”模型进行修正。Inman[5]认为事

先将服务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假设为 0与现实不

符，而应将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的滞后程度改用

制造业与服务业劳动生产率之差表示。程大

中[6]、朱轶等[7]根据这一思路对两部门模型进行

扩展，以便于对中国经验的分析。Oulton[8]在研

究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时将服务完全视作

中间消费品。宋建和郑江淮[9]在服务业与工业

部门间产品的消费行为中构造了互补的“里昂

惕夫”效用函数。彭刚和李超[10]则将同一行业

内部各企业存在生产率差异引入服务业“成本

病”和增长停滞的模型中，进一步细化了对服务

业“成本病”的论证。

梳理“成本病”的相关理论发现，服务业生

产率相对较低是导致服务业“成本病”的主要原

因。基于此，学者们从不同角度提出解决方案。

一方面，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赋予了服务业新

的发展契机。生产性服务业对数字化投入依赖

较高，数字技术促进分工与协作，提高服务业分

工与协作效率，可以有效缓解生产性服务业“成

本病”[10-11]。不仅如此，得益于数据的易储存

性，数字经济加速服务业资源优化配置，在技术

进步的同时产生规模经济，促进提升创新绩效，

从而有效提高服务业生产率[12]。另一方面，随

着服务功能在现代制造业中的作用逐步凸显，

制造业与服务业的融合备受关注，“两业”融合

在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上得到广泛应用。产业之

间交叉融合发展有利于实现信息资源集聚和共

享，有效缓解了传统服务业不可存储性、不可远

距离贸易、生产消费共时性等制约因素，产生正

向的知识溢出效应和激励效应，已成为服务业

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13]。
（二）“两业”融合的测度与经济效应

关于“两业”融合测度及其经济效应的研究

成果颇丰。在“两业”融合发展的水平测度及影

响因素上，梁培培等[14]基于投入产出表，构建单

向融合度、融合互动度、综合融合度指标，多维

度量化呈现了我国“两业”融合程度；钞小静

等[15]发现数字技术通过提升技术创新、增强通

用性资产投资、打破时空局限性促进制造业与

服务业的技术融合、业务融合、市场融合。在

“两业”融合对生产率的影响效应上，现有研究

重点关注服务业投入对制造业效率的影响。栾

申洲[16]构建系统GMM模型，实证分析制造业与

生产性服务业协同发展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

响，得出“两业”融合对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

促进作用的结论。从资源配置效率的角度，于

洋等[17]提出产业融合可以促进制造业内部环节

的分离，降低企业成本，提高竞争力与生产效

率。基于行业内部生产率异质性的视角，杜传

忠和侯佳妮[18]认为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存在明

显的不对称性，要增加对高端服务业的有效需

求，优化制造业对服务业的中间投入结构，进而

从供求两端同时发力提升服务业生产率，促进

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产业融合的良性循环。以

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为导向，崔敏和赵增耀[19]提
出“两业”融合使不同的产业形态在同一区域内

集聚，方便企业展开交流与合作，从而实现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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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效益，成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新增长点。

贺灵和陈治亚[20]就“两业”融合与制造业转型升

级互动关系展开论证，认为“两业”融合在资本

配置效率和研发创新方面发挥了正向作用，能

够促进制造业价值链攀升。夏杰长和肖宇[21]研
究发现，“两业”融合使得经济结构服务化和产

业边界模糊化，在此基础上产业间的竞争合作

关系得以重新塑造，共同的知识和技术基础加

强了溢出效应，为产生更好的经济效益创造了

条件。夏伦[22]借助面板空间杜宾模型进一步发

现“两业”融合对产业转型升级存在显著的空间

效应。

综上，经过学术界的修正与扩展，“鲍莫

尔—富克斯”假说已经成为研究服务业生产率

颇具影响力与现实意义的学说。无论是从全国

角度还是区域角度，现有研究普遍认为我国服

务业发展过程中伴随着“成本病”的潜在风险。

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开始关注服务业“成本

病”的“治疗”方法，数字经济赋能与产业融合发

展被认为是提高服务业生产率的有效途径。就

“两业”融合的相关研究来看，学界普遍使用投

入产出法预测产业融合趋势、利用熵值法和耦

合评价模型测量融合程度，以及借助空间模型

分析“两业”融合的时空分异特征等，且集中于

这种互动关系对经济增长、区域协调发展、产业

转型升级的影响研究。多数学者认为我国“两

业”融合程度相对较低，仍处于松散耦合阶段。

对于“两业”融合所产生的经济效应等相关问

题，现有研究多从制造业服务化的单一视角切

入，聚焦于融合过程中服务业作为制造业的中

间投入对制造业升级的影响，鲜有文献涉及“两

业”融合对服务业的反馈效应。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推进，发展中国家

的服务业逐渐扩张，也开始面临服务业“成本

病”的困扰。我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因此，

对服务业生产率的研究十分必要。由此，本文

拟对已有文献进行补充，边际贡献主要为：第

一，将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作为被解释变量，探

讨“两业”融合对服务业提质增效的影响，拓展

关于“两业”融合的研究视角；第二，从空间视角

切入，关注“两业”融合对服务业生产率提升的

直接影响的同时，运用空间统计模型深入探讨，

增加空间效应分析，弥补既有研究只关注传统

计量分析的不足，进一步补充现有的经验研究

成果。

二、机制分析与研究假设

首先，制造业和服务业互动共融，制造业通

过服务化转型提升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而服

务业则为制造业提供技术支持、市场拓展等增

值服务，二者融合发展形成螺旋式演进的良性

互动关系。生产率提升是产业互动的结果体

现，为服务业“成本病”的缓解提供了可能[23]。
一方面，服务业发展依附于制造业，“两业”融合

发展带动服务业结构升级。生产性服务业作为

制造业专业化分工后的产物，多为制造业提供

研发设计、物流运输和宣传销售等服务，在产业

融合过程中生产性服务业充分吸收制造业的先

进知识和管理经验，有利于提升服务业产品的

供给效率和质量，促进技术进步，进而推动服务

业生产率提升。另一方面，制造业转型升级推

动服务业需求扩张，倒逼服务业生产率提升以

适配制造业发展要求。全球产业链正在重塑，

呈现出不断向两端拓展和延伸的趋势，“制造+
服务”的发展模式成为制造业跻身全球价值链

高端环节的重要手段，提高制造业的全球参与

度与国际竞争力离不开高质量的生产性服务业

的支撑[24]。在此背景下，服务经济发展迅速的

主要原因是制造业对服务业需求的增加。“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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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融合程度不断加深，制造业增值环节逐步由

制造环节转向服务环节，推动由生产制造型向

生产服务型转变，扩大制造业对服务业的中间

需求，倒逼服务业提升技术水平，增强对制造业

升级的服务支撑能力，实现供需有效对接，引领

价值链向中高端延伸和产业高质量发展，凸显

服务业生产率的提升效应。据此，提出假设 1：
H1：“两业”融合对提升服务业生产率具有

正向作用。

其次，“两业”融合发展能够加快产业结构

调整，更易形成产业集聚。于微观而言，生产性

服务业具有较强的产业关联性，对劳动力要素

的依赖程度较低，其生产效率在资本驱动下存

在巨大的提升空间[25]。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

融合程度的加深使得资本在区域间流动性增

强，可以加速实现区域间资源共享和人才互通，

形成知识的空间溢出或人才的虹吸作用，提高

企业生产效率。于宏观而言，制造业与生产性

服务业协同集聚增强了异质性产业间的垂直关

联和纵向关联，产生共生经济效应[26]。“两业”融

合使得传统的制造业得以向更高端、更具附加

值的方向转型，也推动了生产性服务业的升级

和创新，这种双向互动的过程加速了产业结构

的优化和升级，形成高效和富有竞争力的经济

体系。随着融合程度的加深，资本、技术、人才

等生产要素在区域间的流动更为频繁，服务业

与不同产业之间的知识和技术得以交流和共

享，信息网络的易分享性则极大地降低了知识

和信息传播的成本和难度，使得本城市的服务

业发展红利惠及邻近城市，促进资源的优化配

置，产生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从而减弱城市地理

边界对服务业生产率提升的负向约束效果，缩

减各城市之间存在的发展沟壑，加速区域间服

务业发展的平衡和协调。据此，提出假设 2：
H2：“两业”融合不仅能促进本地区服务经

济发展，还能通过空间溢出效应对邻近地区产

生影响。

最后，根据“鲍莫尔—富克斯”假说，服务部

门的产品具有较低的需求弹性，社会整体工资

水平上涨相应地会产生更多的社会需求。传统

经济理论认为，服务具有“结果无形”“生产消费

同步”“不可储存”的特点，生产更多地依赖于人

力资本投入，技术含量低，且规模经济效应主要

体现在规模化经营和市场份额的增加上，批量

化生产的基本要求难以满足，促使劳动生产率

提高的主要因素无法在服务业得到直接体

现[27]。而“两业”融合进一步细化了服务业与制

造业的分工，催生了以柔性制造、定制化生产为

代表的新型生产模式，满足服务产品的个性化

需求[28]；需求扩张会刺激服务企业扩大生产规

模、增加雇佣工人，促进联合生产。同时，“两

业”融合能够有效消除技术和知识的壁垒，促进

异质性技术和知识在先导企业中的整合、积累、

交流，为技术进步提供良好条件。此外，制造业

对服务业中间需求的增加还能够促进中间投入

商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的加速兴起，加速新服

务企业的进入，加剧市场范围内的竞争程度，服

务业迫于生存压力和逐利本能将寻求单位最低

成本，以期实现既定成本下产出最大化，有利于

企业技术效率提高。据此，提出假设 3：
H3：“两业”融合能够通过产生规模经济、促

进技术进步和提高技术效率来影响服务业生

产率。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2012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

45.5%，首次超过第二产业，标志着我国正式步

入服务经济时代。在此事实背景下，本文将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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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期限划定为 2012—2021年，选取 2012—2021
年中国 30个省（区、市）为样本展开研究，所用数

据均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工业统计年

鉴》《中国第三产业统计年鉴》《中国税务年鉴》

《中国投资领域统计年鉴》和各省份地方统计年

鉴、统计公报等，部分缺失数据采取插值法

补全。

（二）变量设定与说明

1.被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为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Y），以

随机前沿方法下超越对数生产函数的测算结果

表示。国内外学者在对全要素生产率水平进行

测算时通常选择数据包络分析法或随机前沿分

析法。相较于数据包络分析法而言，随机前沿

分析法需要提前确定生产函数形式，考虑了随

机误差对生产效率的影响，避免了生产函数误

设而产生的结构偏差，其计算过程不仅包含了

生产过程中的确定性因素，亦充分考虑了随机

冲击或扰动对生产效率的影响，且随机前沿分

析模型对于不同的研究对象有不同的生产函

数，测度的技术效率有一定的针对性，有助于识

别和分析生产效率低下的原因，评估更为全面

和准确。因此，本文选择随机前沿分析法对

2012—2021年 30个省（区、市）的服务业全要素

生产率进行测算，生产函数采用超越对数生产

函数。为便于估计模型参数，随机前沿分析模

型基本设定为：

lnYit = β0 + βKlnKit + βLlnLit + βKK ( lnKit )2 +
βLL ( lnLit )2 + βKL ( )lnKit ) ( lnLit + βKt ( )lnKit t +
βLt ( )lnLit t + βt t + βt t2 + νit - μit （1）

其中，Y表示产出；K、L分别表示资本投入

和劳动投入；下角标 i表示地区，t表示年份；β表

示待估参数。选择的变量包括：实际产出（Y），

以服务业增加值表示，依据产业增加值指数将

各年产业增加值换算为 2000年不变价。资本投

入（K），借鉴张军[29]提出的方法，采用永续盘存

法计算。具体而言，以 2000年为基期，初始资本

投入以基期固定资产投资额的 0.1倍表示，当年

投资 I以 2000年为基准进行转换，资本折旧率

取 0.96%。劳动力投入（L），用各产业就业人员

数量表征。

基于随机前沿分析模型，根据Kumbhakar[30]
的分解方法，将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增长分解

为技术效率变动（TEC）、技术进步（TC）、规模效

率提高（SC）和配置效率改进（AEC）。因此，本

文计算TFP的增长公式最终分解为：

CTFP = CTEC + CTC + CSC （2）
2.核心解释变量

核心解释变量为“两业”融合水平（D），用基

于熵值法的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耦合协调

度衡量。受投入产出表数据发布频率的限制，

选择统计模型法衡量“两业”融合水平，具体采

用耦合评价模型，通过构建发展规模、经济效益

和成长潜力三个维度共 9个指标构建“两业”融

合水平评价指标体系（表 1）并由熵值法确定各

指标权重，全面评估“两业”融合程度。

3.控制变量

为防止遗漏变量带来的估计偏误，参考栾

申洲[31]、高茜和陈国威[32]等的做法，选取一系列

控制变量纳入分析。选取的控制变量分别为：

①发展规模（X1）：服务业增加值。服务业

市场规模的扩大，有利于形成规模效应，实现规

模经济。但是规模过大也可能会造成过度竞

争，导致服务业生产率下降。

②资本深化（X2）：资本存量与就业人数之

比。资本深化代表了地区的资本聚集程度，地

区资本密集度高，吸引人才与投资，从而实现产

品更新迭代，实现经济增长。

③产业集聚（X3）：区位熵。产业集聚能促

进区域内部资源与人才共享，实现要素的合理

“两业”融合能缓解服务业“成本病”吗？——基于动态 SDM模型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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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产业集聚程度用区位熵表示。

④研发投入（X4）：R&D经费支出与GDP之
比。研发投入增加会对企业形成创新激励，促

进科技成果转化，提高生产效率。

⑤人力资本（X5）：接受高等教育人口与总

人口之比。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越高，更容易

运用新技术，提高技术效率。

⑥政府干预度（X6）：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与

GDP之比。市场中的外部性、垄断等行为会导

致市场失灵，需要政府进行一定程度的干预，营

造良好的营商环境。

⑦市场化水平（X7）：采取王小鲁等[33]的做

法测算市场化指数，市场化程度越高，效率越

高，企业能够公平有序地开展竞争，进而优化资

源的配置，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

4.中介变量

根据研究假设，“两业”融合能够通过产生

规模经济效应、促进技术进步和提高技术效率

三种途径来提升服务业生产率，因此选取技术

进步（M1）、技术效率（M2）、规模经济（M3）三个

指标进行机制分析。

（三）模型构建

空间杜宾模型（SDM）是研究各类空间溢出

效应的一般化模型，可以较好地反映变量之间

的空间相关性。动态空间杜宾模型（DSDM）作

为 SDM模型的拓展，通过引入被解释变量的时

间滞后项、空间滞后项、时空双滞后项，能够有

效避免静态空间杜宾模型的内生性问题。为探

讨“两业”融合是否真正有利于提升服务业的全

要素生产率，且这种提升作用是否存在空间关

联性，构建动态空间杜宾模型用于空间效应分

析。模型设定如下：

Yit = α0 + α1Yit - 1 + α2WYit - 1 + α3WYit +
α4Xit + α5WXit + α6Zit + γt A + B + εit （3）

式中，下标 i为省份，t为时间。Yit为 i地区 t

时期的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Yit-1为服务业全要

素生产率滞后一期，Xit为 i地区 t时期的“两业”

融合水平，Zit为一系列控制变量，W为空间权重

矩阵。α3、α5为相应变量的空间滞后项系数，α1
为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时间滞后项系数，α2
为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时空双滞后项系数，

当α1=α2=0时，模型退化为静态空间杜宾模型。

四、“两业”融合时空演化特征

与服务业“成本病”的检验

对不同时期的不同国家和地区而言，服务

业的生产率是否相对较低，现有研究结果各不

相同。本部分对服务业“成本病”问题进行检

验，即探究样本期内是否真正存在服务业生产

表 1 “两业”融合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发展规模

经济效益

成长潜力

二级指标

总产值

法人单位数

固定资产投资额

就业规模

就业人员平均劳动报酬

劳动生产率

产业增加值增长率

就业人数增长率

投资占全社会投资比重

描述

——

——

——

就业人数/总就业人数

工资总额/就业人数

总产值/就业人数

当期产值增加值/上期产值增加值-1
当期就业人数/上期就业人数-1

（固定资产投资额/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100%

单位

亿元

个

亿元

%
元/人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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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增长滞后同时经济增长停滞的事实，初步判

断这一现象与“两业”融合发展是否具有同

期性。

（一）“两业”融合时空演化特征

1.“两业”融合水平时序演变特征

图 1展示了全国及三大区域耦合协调水平

的分布动态。从分布位置来看，2012—2021年
全国及东部、中部、西部地区的核密度曲线中心

均发生右移，即各地区“两业”融合的水平发展

态势整体向好。从波峰数量来看，东部、中部地

区由单峰分布到 2019年开始演变为双峰分布，

说明东部、中部区域内部“两业”融合水平近年

来呈现两极分化的趋势。全国与西部地区核密

度走势较为一致，均呈现单峰分布，相较于西部

地区，近年来全国整体的波峰更为扁平，可见经

过东部和中部地区的中和，全国整体“两业”融

合水平的极化特征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从峰

值来看，全国及各地区核密度曲线的峰值在样

本期内均有所下降，波峰从尖峰变为宽峰，形状

逐渐增宽，表明各地区“两业”融合水平提升的

同时区域内部差距也在扩大。从尾部特征来

看，各地区的核密度曲线不存在明显的右拖尾

特征，即各地区“两业”融合度的高值部分相对

较少，“两业”融合发展水平在区域内部较为均

衡。综上所述，随着全国各地区“两业”融合水

平不断提高，区域间差距相应拉大，需警惕出现

“马太效应”。

2.“两业”融合水平空间演化格局

为探究不同省份在研究时段内“两业”融合

度的变化情况，将计算得到的耦合值变化情况

做可视化处理（图 2）。横向来看，各省（区、市）

“两业”融合水平呈现较大差异。“两业”融合水

平相对较高的地区分布在东部沿海，尤其是珠

三角和长三角地区，在“两业”融合水平上一直

图 1 “两业”融合水平时序演变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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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领先优势，而西北和东北部分省份的“两

业”融合水平相对滞后，这可能与经济发展水

平、产业结构和资源禀赋等因素有关。纵向来

看，除西北、东北部分省份外，研究时段内各省

（区、市）“两业”融合水平均有上升，东部地区的

广东和江苏、中部地区的安徽、河南等地发展迅

猛，与同区域其他省（区、市）差距呈扩张趋势。

（二）服务业“成本病”的检验

1.服务业生产率增长滞后分析

将 2012—2021年的省级面板数据代入随机

前沿生产函数模型，运用 Frontier 4.1软件得到

的参数估计结果如表 2所示。表 2结果显示，γ
值均接近于 1，且在 1%的水平上拒绝了无技术

无效率项的假设，模型设定与生产函数选择合

理。在技术无效函数中，研究期内第二产业和

第三产业的 η值均小于 0，技术效率有所下降，

但第二产业仍慢于同期服务业技术效率 2.9%
的下降速度。从生产函数的时间趋势系数（βt）

看，服务业技术进步年均增长率为 8.4%，低于同

期第二产业技术进步年均增长率 10.3%。根据

表 2推测，相对于第二产业，第三产业技术效率

下降速度更快、技术进步较为缓慢，服务业生产

率增长相对滞后。

2.服务业就业份额变动情况

鲍莫尔非均衡增长模型认为，在进步部门

与停滞部门产出比例保持不变的情况下，进步

部门生产率提高将导致停滞部门就业份额增

长。图 3呈现了 2012—2021年服务业与第二产

业实际增加值（2000年为基期）比重变动趋势。

从实际产出看，服务业增加值占比相对平稳，大

致维系在 0.7左右，名义增加值之比则由 2012年
的 1.00平稳增加至 2020年的 1.44，2021年受不

确定因素的冲击比值虽有减小，但满足两部门

产出比例基本保持不变的前提假设。从全社会

总就业份额看（表 3），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所占

就业份额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服务业就业份

额 则 由 2012 年 的 36.05% 提 升 至 2021 年 的

48.05%，以年均 0.99%的速度增加；从服务业就

图 2 “两业”融合水平雷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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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服务业与第二产业产出之比

业份额增长速度看，2012年服务业就业份额增

速处于较低水平，2013—2019年增速加快，维持

在 1%~2%，2020年和 2021年受疫情影响，增速

有所放缓；从第二产业与服务业就业份额之比

看，该比例由 2012年的 84.5%下降到 2021年的

60.5%，即第二产业相对服务业就业份额下降。

结合前文对服务业生产率增长滞后的分析，在

服务业与第二产业产出比例保持不变的前提下

以及第一产业就业份额持续减少的趋势下，第

二产业相对于服务业就业份额的下降，证实了

2012—2021年我国的劳动力由第二产业向服务

业转移，越来越多的劳动力被服务业吸纳。服

务业就业份额提升的事实，符合鲍莫尔非均衡

增长模型的结论。

表 2 2012—2021年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的参数估计结果

参数

β0
βL
βK
βLL
βKK
βLK
βtL
βtK
βt
βtt
σ2

γ
μ
η

观测值

对数似然函数值

第二产业

参数

7.224***
0.870***
1.162***
0.143***
0.002***
0.237***
0.016***
0.024***
0.103***
0.001*
0.188*
0.9467***
0.373*
-0.027***

300
225.5048

标准差

1.6860
0.3337
0.3607
0.0359
0.0003
0.0585
0.0045
0.0067
0.0245
0.0006
0.1105
0.0320
0.1981
0.0079

T值
4.28
2.61
3.22
3.99
5.01
4.04
3.55
3.52
4.21
1.67
1.70
29.59
1.88
-3.40

第三产业

参数

17.241***
1.481**
1.629**
0.511***
0.379**
0.719***
0.029***
0.036***
0.084***
0.006***
1.235
0.950***
1.291***
-0.029***

300
297.3052

标准差

3.1234
0.6631
0.6582
0.1307
0.1776
0.1484
0.0069
0.0076
0.0316
0.0005
0.7562
0.0042
0.2350
0.0048

T值
5.52
2.23
2.48
3.91
2.13
4.84
4.25
4.67
2.65
11.83
1.63
237.33
5.49
-6.17

“两业”融合能缓解服务业“成本病”吗？——基于动态 SDM模型的检验

城市经济

注：***、**、*分别表示在 1%、5%、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后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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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经济增长趋势分析

2012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首次

超过第二产业，2015年这一比重超过 50%，经济

进入服务业为主的发展阶段。国际经验表明，

服务业成为国民经济主导产业后，伴随而来的

是经济增速的放缓。2012—2021年数据显示

（图 4），我国未能脱离这个规律性趋势。服务业

在国民经济的主导作用增强，同期呈现出服务

业比重不断提高而整体经济增长却不断趋缓的

现象，即服务业比重与经济增长速度负相关，呈

现出类似“喇叭口”的形态。

五、实证分析

现状分析结果显示，研究期内“两业”融合

水平提高，服务业存在“成本病”问题但生产率

滞后程度有所缓解。服务业生产率提升是否受

“两业”融合水平的影响，这种影响通过何种机

制实现，对邻近地区有无空间溢出作用？要回

答这些问题，需要进一步构建动态空间杜宾模

型进行检验。

（一）空间相关性检验

在进行空间计量分析前，选择地理距离权

重矩阵，依据莫兰指数（Moran’s I）来判别主要

变量在空间上是否具有关联性，检验结果如表 4
所示。除 2016年“两业”融合水平空间关联性较

弱外，样本期内的 I值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具

有显著的空间效应。从莫兰指数来看，样本期

内莫兰指数值为正，充分展现了服务业全要素

生产率与“两业”融合水平的正外部性。服务业

表 3 2012—2021年各产业就业人员变动趋势

第一产业就业份额（%）

第二产业就业份额（%）

第三产业就业份额（%）
∆L3 L3
L2 L3

2012
33.49
30.46
36.05
0.004
0.845

2013
31.24
30.33
38.43
0.024
0.789

2014
29.3
30.2
40.5
0.021
0.746

2015
28.06
29.67
42.27
0.018
0.702

2016
27.42
29.24
43.34
0.011
0.675

2017
26.68
28.61
44.7
0.014
0.640

2018
25.75
28.18
46.07
0.014
0.612

2019
24.72
28.14
47.13
0.011
0.597

2020
23.6
28.7
47.70
0.006
0.602

2021
22.9
29.1
48.05
0.003
0.605

注：L2、L3分别代表第二产业就业份额和第三产业就业份额；∆L3 L3为第三产业就业增速。

图 4 服务业比重与经济增长关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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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要素生产率和“两业”融合的相关系数整体呈

上升趋势，即随着区域协调发展政策的推动，地

区间联系更为紧密，在产业发展上互动关系

增强。

（二）模型设定检验

空间自相关检验结果表明，服务业全要素

生产率与“两业”融合水平均存在显著的空间相

关性。在空间自相关检验的基础上，依次通过

拉格朗日乘子检验 (Lagrange Multiplier Test，简
记 LM)、似然比检验（Likelihood Ratio Test，简记

LR）和沃尔德检验（Wald Test）对计量模型进行

筛选。从表 5可以看出，空间杜宾模型无法退化

为空间滞后模型或空间误差模型。同时，Haus⁃
man检验的结果为 109.3，在 1%的水平下显著，

即选择双向固定效应下的空间杜宾模型能够更

为准确地反映出“两业”融合对服务业全要素生

产率提升发挥的作用。

为保证结果的稳健性，在静态杜宾模型的

基础上引入被解释变量的时间滞后项、空间滞

后项、时空双滞后项，对三种形式的动态 SDM模

型进行估计（表 6）。回归结果显示，无论引入滞

后项的形式如何变化，“两业”融合水平对服务

业生产率的影响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地区“两

业”融合水平的提高有利于服务业提质增效，从

根源上缓解服务业“成本病”。包含时空双滞后

项的回归模型中拟合优度相对较好，且核心解

释变量、控制变量均至少通过了 10%的显著性

检验，结果优于其他模型。综上，选取包含时空

双滞后的动态 SDM模型具有合理性。

（三）空间效应分解

为更好地解释各影响因素对服务业全要素

生产率的边际影响，对双滞后的动态 SDM总效

应进行分解（表 7）。分解结果包含短期效应与

长期效应，即“两业”融合水平对服务业全要素

生产率的短期影响与长期影响。其中，直接效

应表示“两业”融合水平对本地服务业全要素生

产率的直接影响，溢出效应表示“两业”融合水

平对附近地区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的间接

作用。

就核心解释变量的影响而言，“两业”融合

能够有效促进本地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

升，“两业”融合对本地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的

促进效应在短期内显著为正，长期来看其估计

系数仅通过了 5%的显著性检验，说明“两业”融

合对本地服务业生产率发挥的作用在短期内更

为明显。对于邻近地区，“两业”融合发挥的溢

出效应在长期更为显著，这意味着“两业”融合

对邻近地区服务业生产率的提升效果并非立竿

见影，而是需要一定时间的积累才能显现。

表 4 主要变量空间相关性检验结果

年份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

Moran's I值
0.218**
0.222**
0.247***
0.257**
0.263**
0.277**
0.310***
0.266**
0.293**
0.199*

Z值
1.767
1.791
2.024
2.024
2.061
2.156
2.383
2.076
2.264
1.648

“两业”融合水平

Moran's I值
0.185*
0.253**
0.180*
0.224**
0.141
0.207**
0.152*
0.202**
0.231**
0.223**

Z值
1.565
2.042
1.832
1.832
1.243
1.703
1.321
1.651
1.864
1.816

表 5 空间面板模型检验结果

检验方法

LM检验

LR检验

Wald检验

指标

LM-lag
Robust LM-lag
LM-error

Robust LM-error
LR spatial lag
LR spatial error
Wald spatial lag
Wald spatial error

统计量

115.367***
51.914***
64.434***
0.982
265.98***
60.61***
94.57***
22.43***

“两业”融合能缓解服务业“成本病”吗？——基于动态 SDM模型的检验

城市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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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主要控制变量的影响而言，服务业发展

规模在短期内的扩张不但不利于本地服务业生

产率的增长，反而对邻近地区生产率产生提升

作用，说明若一个地区服务业发展速度过快，与

地方经济发展之间呈现出不同步性，会导致要

素抑制问题，影响本地经济增长。资本深化与

产业集聚水平对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由

短期正向促进转变为长期负向抑制，表明集聚

可以通过短时共享效应提高集聚区域内的资本

和资源的利用率，但集聚的这种促进作用是有

限度的，当集聚度超出最优产业集聚规模时，集

聚的负外部性就会显现出来，削弱产业集聚对

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甚至会抑制生产率

的发展。研发投入和人力资本对服务业全要素

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在长期内才会显现，主要原

因为研发周期长，投入的研发资本、研发人员等

生产要素不能即时转为产出，短期内形成较大

的沉没成本。另外，研发水平的提升短期内对

周边地区的虹吸力较强，只有随着时间变化，才

能形成辐射带动作用。政府对市场的短期调节

在缓解本地区服务业“成本病”的同时，也能够

有效减轻邻近地区服务业“成本病”的程度。究

表 6 SDM模型回归结果

变量

Y1

Y2

lnD

X1

控制变量

ρ

观测值

R2

（1）静态 SDM

0.263***
（3.76）
1.040***
（2.16）

是

0.385***
（4.76）
300
0.210

（2）动态 SDM
时间滞后

3.049***
（19.27）

0.775***
（13.88）
2.758***

（19.11）
是

0.469***
（5.90）
300
0.622

空间滞后

-1.244**
（-2.16）
0.262***
（3.51）
0.468***
（2.40）

是

0.057
（0.49）
300
0.231

时空双滞后

3.196***
（20.17）
9.662***

（18.72）
0.671***

（11.97）
2.263***

（15.48）
是

1.670***
（16.30）
300
0.641

表 7 “两业”融合对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因素分解结果

变量

lnD

lnX1
lnX2
lnX3
lnX4
lnX5
lnX6
lnX7

观测值

（1）短期效应

直接效应

0.413***
（6.38）
-0.330***
（-5.38）
0.851***

（11.41）
0.374***
（5.29）
-0.072*

（-1.91）
-0.044***
（-4.15）
0.384***
（6.17）
-0.363***
（-4.80）
300

溢出效应

0.238**
（2.09）
1.126***

（12.79）
-0.147***
（-4.23）
0.207***
（4.47）
-0.384***
（-5.03）
-0.076*

（-1.87）
2.700***

（17.85）
1.820***

（13.50）
300

总效应

0.751***
（3.30）
0.796***
（9.22）
0.704***
（9.47）
0.580***
（8.17）
-0.456***
（-5.83）
-0.120***
（-2.98）
3.085***

（16.90）
1.458***

（11.06）
300

（2）长期效应

直接效应

0.532**
（2.34）
0.076***
（3.46）
-0.016

（-1.34）
-0.101***
（-5.84）
0.048***
（3.44）
0.021***
（4.93）
-0.286***

（-13.62）
0.055**
（2.50）
300

溢出效应

0.284***
（3.86）
-0.604***

（-10.28）
-0.483***

（-10.90）
-0.284***
（-6.97）
0.254***
（5.54）
0.058**
（2.43）
-1.758***

（-18.11）
-1.020***

（-13.51）
300

总效应

0.816***
（-14.74）
-0.529***
（-8.09）
-0.499***
（-9.77）
-0.385***
（-8.45）
0.302***
（6.00）
0.080***
（3.07）
-2.045***

（-18.75）
-0.965***

（-13.00）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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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原因，一是地方政府受经济增长目标的约束，

导致财政支出偏好发生改变，加剧了“重生产、

轻服务”支出结构扭曲程度，生产性服务业可用

投资不足阻碍了生产性服务业效率提升[34]。二

是扩张性的财政政策的执行存在一定时滞，其

效果无法在短期内呈现，长期来看政府对市场

的过度干预会对服务业发展起到抑制作用。市

场开放的短期直接效应为负，间接效应为正，说

明开放的市场有利于企业的自由进入或退出，

本地市场开放程度高，吸引邻近地区企业进驻，

与本土企业形成竞争，当地企业市场份额缩小，

产出也相应缩小，这也侧面反映现阶段区域内

产业发展并不能很好地适应变化的市场环境。

（四）影响机制检验

在实证考察了“两业”融合对服务业生产率

的影响效应之后，采用中介效应模型进一步剖

析“两业”融合对服务业生产率的作用机制（表

8）。第（1）（5）列“两业”融合（lnD）的系数显著

为正，说明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融合对服

务业的技术效率提高和规模经济实现均具有明

显的促进作用，双方共享技术、知识和信息，促

进服务企业的技术创新和流程优化，进一步降

低成本，提高生产效率；第（3）列“两业”融合

（lnD）的系数为正但不显著，这是由于我国制造

业的全球价值链参与指数在整体呈上升趋势的

同时，在全球价值链中仍位列中下游。制造环

节附加值相对较低而中低端制造业只需低端服

务投入，如物流、仓储和劳动密集型服务等，容

易造成服务企业技术的“低端锁定”，缺乏足够

的市场激励促进创新。因此，尽管“两业”融合

对服务业生产率具有潜在的促进作用，但在低

端制造业的情境下，这种促进作用并未得到显

著体现。第（2）（6）列结果显示，当将中介变量

纳入模型时，当期“两业”融合度和中介变量的

影响系数均通过了 1%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意

味着技术效率和规模效应发挥了部分中介作

用，假设 2得到验证。

（五）异质性分析

表 8 “两业融合”对服务业生产率的作用机制分析结果

变量

Y1

lnD

lnM1

lnM2

lnM3

控制变量

ρ

固定效应

观测值

R2

技术效率

（1）lnM1
0.590***

（45.29）
0.007***
（3.06）

是

0.378***
（2.71）

是

300
0.694

（2）lnY
3.482***

（21.96）
3.482***

（21.96）
96.164***

（187.68）

是

3.379***
（17.14）

是

300
0.622

技术进步

（3）lnM2
2.466***
（7.25）
0.150

（1.09）

是

1.681***
（6.01）

是

300
0.603

（4）lnY
2.324***

（15.29）
1.901***

（34.06）

0.471***
（18.04）

是

0.002***
（13.01）

是

300
0.606

规模效率

（5）lnM3
0.723***

（12.63）
0.021***
（3.78）

是

0.938***
（3.68）

是

300
0.678

（6）lnY
6.462***

（41.87）
-0.748***

（-13.01）

92.734***
（167.13）

是

8.327***
（40.37）

是

300
0.642

“两业”融合能缓解服务业“成本病”吗？——基于动态 SDM模型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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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分位数回归

本文选择三个分位点，利用分位数回归分

析进一步揭示“两业”融合对服务业生产率的异

质性边际影响，估计结果显示（表 9），“两业”融

合水平的回归系数在各个分位点上均显著为

正，并随分位点的增大而减小，即“两业”融合对

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较低的区域影响更大。对

此可能的解释为，在服务生产率较低时，“两业”

融合能够打破原有的产业壁垒，促进资源、技

术、信息等要素的交流共享，推动生产率快速提

升；随着生产率的不断提高，服务业内部产业结

构持续优化，现代服务业逐渐崛起，这种产业结

构的优化带来的生产率提升削弱了“两业”融合

对服务业生产率的直接促进作用。这也从侧面

说明，在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对于服务业发展

较为落后的地区，通过产业融合能够有效打破

资源利用效率低的瓶颈，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

和产业的协同发展，改变其产业间割裂发展的

传统发展模式，以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融合

发展促进服务业生产率提升和经济增长具有更

为显著的意义。

2.区域异质性分析

考虑到产业结构受到经济发展水平的制

约，将研究地区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区

域，进行分样本回归（表 10）。东西部地区产业

融合对服务业生产率的提升作用明显，且西部

地区的“两业”融合系数高于东部地区，与分位

数回归结果相吻合，即“两业”融合水平的提升

对服务业生产率较低的区域产生较高的正向影

响。中部地区“两业”融合系数为正且不显著，

可能的原因是中部六省的制造业仍以传统制造

业为主，制造业的产能过剩和生产性服务业的

表 9 “两业”融合影响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分位数回归

变量

lnD
控制变量

固定效应

观测值

R2

（1）
33.3%
1.065***
（4.16）

是

是

270
0.737

（2）
66.7%
0.846***
（3.55）

是

是

270
0.731

（3）
99.9%
0.463***
（2.98）

是

是

270
0.734

表 10 动态 SDM模型分地区回归结果

变量

Y1

lnD
控制变量

ρ

固定效应

观测值

R2

（1）东部地区

3.579***
（17.45）
1.141***

（11.41）
是

0.296***
（8.96）

是

130
0.641

（2）中部地区

0.487*
（1.68）
0.286

（0.23）
是

0.815***
（2.61）

是

60
0.674

（3）西部地区

17.259***
（51.22）
1.997***

（18.95）
是

0.829***
(2.85)

是

110
0.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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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滞后削弱了制造业生产效率和生产性服务

业的规模经济，阻碍产业融合，产业协同发展的

效应未得到充分显现。

（六）稳健性检验

基于地理距离矩阵的模型估计结果表明，

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融合水平对服务业全要

素生产率具有正向影响，为证明估计结果的可

靠性，采用多种方式对动态空间杜宾模型的结

果进行稳健性检验（表 11）。第一，剔除长三角

三省一市与珠三角地区数据。Ke等[35]研究发

现，制造业集聚较多的地区，生产性服务业发展

必定相对完善，生产性服务业发达的地区更能

吸引制造业企业集聚，二者形成了良好的产业

间互动格局。长三角、珠三角地区作为全国经

济的增长极，具有良好的产业基础和融合发展

优势，产业融合度本身就高，容易形成估计偏

误。第二，剔除 2019—2021年数据。 2019—
2021年正值新冠疫情时期，服务业受突发事件

的冲击影响较大，生产率因此下滑。第三，将地

理距离矩阵更换为邻接 0-1矩阵和反距离平方

矩阵后对模型再次回归。稳健性检验结果与上

文基准检验结果基本一致，说明动态 SDM模型

的估计结果具有可信度。

六、结论与启示

随着技术革新、市场需求变化和政策方向

的更新，产业结构也不断演变，结合目前我国产

业结构逐步向服务业为主导变迁的事实，依据

“鲍莫尔—富克斯”假说，认为服务业的低生产

率有可能会对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从而探

讨产业融合发展是否能够成为促进服务业生产

率提升进而带动经济增长的途径。纳入动态空

间杜宾模型检验，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2012—2021年服务业生产率的增长

滞后于第二产业，劳动力由第一、第二产业向服

务业转移，越来越多的劳动力被服务业吸纳，同

期呈现出服务业比重不断提高而整体经济增长

却不断趋缓的现象，样本期存在服务业“成本

病”问题。

第二，根据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耦合协

调水平的时序演变与区域差异，2012—2021年
“两业”融合的水平不断提高，部分省份实现了

从失调向协调的转变，但区域差异明显，融合度

相对较高的地区分布在东部沿海地区，珠三角

与长三角两大城市群一直保持领先优势。在各

表 11 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Y1

lnD
控制变量

ρ

固定效应

观测值

R2

（1）
剔除长三角、珠三角数据

1.823***
（9.94）
2.531***

（39.60）
是

2.013***
（9.65）

是

225
0.725

（2）
剔除 2019—2021年数据

-0.074
（-0.45）
0.035***
（2.81）

是

0.183**
（3.88）

是

180
0.654

（3）更换空间矩阵

邻接 0-1矩阵

4.229***
（29.68）
0.420***
（7.02）

是

0.168**
（2.38）

是

270
0.737

反距离平方矩阵

4.118***
（33.75）
0.304***
（4.02）

是

2.350***
（11.28）

是

270
0.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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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两业”融合水平提升的同时，区域内部差

距也在扩大，东部、中部区域内部“两业”融合水

平近年来呈现两极分化的趋势。

第三，“两业”融合能够有效促进本地服务

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这种正反馈效应在短

期内更为明显，对邻近地区产生空间的溢出作

用则在长期内更大，主要通过提高服务业的技

术效率和扩大规模经济效应来实现。此外，产

业融合对服务业生产率的提升效应具有异质

性：服务业生产率越高，产业融合对服务业全要

素生产率的提升效应减弱；东西部地区产业融

合对服务业生产率的提升作用显著，中部地区

产业协同发展的效应未得到充分显现。

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建议：

首先，推动市场一体化，加快部门间的资源

流动。进一步完善市场机制，减少市场壁垒，促

进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部门间要素实现自由

流动。当前我国区域间“两业”融合度差异大、

中西部地区“两业”融合率较低，这一现象表面

看是服务业与制造业孤立发展带来的产业关联

度较低，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市场一体化尤其

是要素市场一体化程度相对较低。因此，要促

进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形成，从而减少劳动力市

场、资本市场、技术部门间的信息不对称，防止

部门发展的不平衡导致的生产率低下的问题。

其次，充分利用数字技术，促进“两业”深度

融合。一是要以“服务型智能制造”促进制造业

转型升级。将数字技术创新贯穿产业融合的全

过程，发挥数字技术对经济发展的叠加倍增作

用，推动形成以科技为引领的新质生产力，有效

促进产业和资源要素深度融合，加快制造业向

技术密集型过渡，增加对生产性服务业需求，形

成先进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良性互动，更

好地发挥“两业”融合在服务业生产率提升中的

正向效果。二是推进生产性服务业数字化发展

进程。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贸易，通过技术创

新、模式创新和业态创新，不断提升生产性服务

业的水平和层次，拉动服务业整体效率提升；鼓

励有实力的服务业企业实施逆向外包战略，集

聚全球先进生产要素，弥补高级生产性服务业

的人才短缺，实现产业链的优化和升级；通过数

字技术加持，跨越服务业生产与消费不可分离

的障碍，促进规模效应形成与技术进步实现。

最后，增强区域间、产业间互动，实现协调

发展。制造业和服务业深度融合是区域高质量

发展的重要路径。通过技术转移、人才培训等

方式，将先进的制造业技术和管理经验引入服

务业，将服务业的创新理念和高效运营模式融

入制造业，从而实现“两业”的相互促进和共同

发展。此外，进一步加大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

区的研发投入，推动知识溢出，充分发挥辐射效

应，带动周边地区产业结构的升级与调整，提高

区域内“两业”融合度，经济欠发达地区要借助

适当的政策吸引人才与投资，弱化虹吸效应，于

协调发展中缓解服务业“成本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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